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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当代文艺研究

“样板戏”：
高度隐喻的政治文化符号体系

——以《沙家浜》为例

惠雁冰

在当代文学的流变过程中，“样板戏”始

终是一种众说纷纭的文学现象，一方面，它是

十七年文学资源与审美经验的高度整合，又

是对“左翼”文学以来片面注重文学社会功

能效用的极限发展；另一方面，与当时特有的

文革政治联系起来，并作为政治事件的某种

倚傍，与其主要参与者、改造者命运联系起

来，无疑具有了政治现象的性质；第三方面，

它的出现是在40年代戏曲创新、50年代“推

陈出新”以及60年代“京剧革命”的中国戏

剧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展开，自然具有一些与

传统戏剧观念形成断裂的现代艺术质素；此

外，鉴于“文革”时期的特有写作机制及其文

学基本的审美规律，“样板戏”与民族文学传

统有着“隐型”的关联。资源杂糅，众语喧

哗，从而使本来作为单纯文学文本的“样板

戏”具有了多重话语交汇的特征，也自然导

致了对“样板戏”评说的多向性。经历了文

革的作家们自然把“样板戏”作为一种历史

的镜像来进行解读，俯仰之间，不忍回望；没

有体味过时代阵痛的文学工作者受结构主义

与接受美学的影响，把它作为一种纯粹的文

学文本进行阐释，饶有兴味地梳理其中隐约

可见的文学质素；年轻人则更多地抛除了精

神的重负，凭着阅读的自觉仅仅把它作为一

种想象历史的平台来看待。如此，便有了80

年代后期以来悄然兴起的“样板戏”热与“红

色经典”热。

其实，依我看来，“样板戏”首先是作为

一种政治文学思潮中的戏剧文学现象而出现

的，其次才作为一种特有的文革政治的象征

物而存在，并取得其合法性、权威性的地位。

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傍的关系，这也是革

命文化时期文学与政治联姻的最佳表征。因

为在共和国文学发展的前27年中，政治指向

始终是衡量文学艺术价值意义的标杆，社会

生活的任何层面只有与政治话语相协调才有

其存在的合理性，文本的政治内核历史地规

定了文学表现的内容、主题、风格与技巧。同

时，政治话语只有与文学审美结合起来，才能

有效打通主流意识形态与民众接受心理的通

道。这样一来，政治话语的诗意化就成为革

命文化畅行时代政治理念的存在方式与文学

审美的传达方式。依照文学的审美特性及文

学织体的表意性的内涵，政治话语只有与文

学话语构成一种约定式的表意关系时才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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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隐喻”策略是将二

者联袂起来的有效中介。问题是，政治话语

外指的是一些主导性的政治条文、方针政策，

而内指的是一个高度封闭的自足性的政治文

化系统。作为以审美的方式对社会生活进行

阐释、评价的文学作品而言，其与政治的意义

应答关系也只有建立在一个高度符号化的隐

喻系统中才能有表意的准确性、完备性。

事实上，“延安时期”连同十七年文学的

政治文学传统与审美经验，已经从主题、叙

事、人物组配、风格追求等方面赋予了当代文

学程式化的政治抒情模式，“样板戏”的出

现，只不过是以戏剧的形态在整合政治文学

资源的基础上更为直观地昭示了一个意义对

应明确、象征指向单一的高度隐喻化的符号

体系而已。从阶级分野的社会秩序性隐喻，

经人物身份、扮相、动作、表情、装束、神态的

功能性隐喻，到背景、道具、灯光、音响的阐释

性隐喻，构成了一个隐喻与象征的艺术世界。

无论是《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

山》、《海港》、《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

军》、《自毛女》等第一批“革命样板戏”，还是

后来推出的《龙江颂》、《平原作战》、《杜鹃

山》、《青松岭》等第二批“革命样板戏”，尽管

反映的时代有别，主题有别，人物的身份有

别，但文本的隐喻符号体系及其形成的意义

对应逻辑与意义构成秩序毫无改变。这才符

合“样板”的本意与内涵，才能成为当时言说

历史与现实的一种话语规范。

一、主导性隐喻：

社会本质秩序的艺术化

中国革命所处的特殊历史文化语境决定

了在革命进行当中特殊的阶级构成、任务策

略与斗争性质，作为革命斗争的伴生物——

革命文艺而言，从～开始就肩负了诠释革命

生活、展现革命形象、眺望革命未来的政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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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功能。毛泽东曾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一文中对当时社会的阶级构成、阶级性

质及其在革命中所处的位置给予了精警的阐

释，并在“讲话”中直陈了革命文艺应该为谁

服务的问题，形成了以阶级结构为核心的社

会秩序观与以工农兵形象为主体的艺术反映

观，从而以阶段性的革命主题缝合了政治话

语与文学话语的内在裂隙，孕育了文学创作

中审美想象与政治想象的同一性。鉴于中国

革命的辉煌胜利与大规模展开的社会主义建

设运动，对革命过程复杂性的把握，对“革命

指向”的浪漫揭示成为建国之后文艺政策的

主导方针，反映历史前行路径及现实生活

“本质性”规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

原则一跃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至于对革命

进程的艺术把握方面，冯雪峰在《关于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一文中响亮表示：“生活总是

在矛盾中斗争中发展的，人和人的思想当然

也在生活的革命发展中进步，腐朽的阶级和

反动的人们、反动的思想则是在生活的革命

斗争中死亡。这种革命的发展的观点，才能

够看清楚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冯雪峰文

集》下卷第1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版)60年代，毛泽东又在多种场合一再重申

“斗争哲学”的要义，致使“革命斗争”成为推

动社会秩序中各阶级力量对比、位置改变的

主要力源，并最终确立了以“阶级构成”为现

实界分标尺、以“斗争主题”为“现实存在矛

盾”、以“光明未来”为“现实发展走向”的政

治学视野中的“社会秩序观”。

文艺政策的高度整一自然强化了文学的

政治从属功能，也使政治与文学之间的隐喻

关系显得越发直白明朗，建国之后大量出现

的革命斗争小说与社会主义建设小说无不印

证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活现实观与社会发展

观，阶级阵营的天然划分，敌我之间的力量抗

衡，高歌猛进的革命理想，奇伟硬朗的美学风

格，成为当代文学前期最鲜明的政治隐喻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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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至于“文革’’时期出现的“样板戏”无疑

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刺激下，将十七年时期的

文学一政治的叙述关系率性地转化为一种更

为浅直的政治～文学的想象关系而已。当

然，在客观上，戏剧作为特殊的“写意性”的

文学形态也在审美规律上促成了这种“想象

关系”的建构。

我们来看一下《沙家浜》中所隐含的符

号化的社会秩序。这是一部描写抗日战争时

期地方革命斗争的戏剧作品，讲述的是地下

交通员阿庆嫂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巧妙掩护

新四军伤病员最后全歼日伪军的过程。故事

发生的时间为抗战时期。抗战时期的社会结

构无疑可以划分为抗战派、妥协派、投降派与

日本侵略者四种基本的社会力量。按照毛泽

东对抗战形势的分析，以共产党所领导的八

路军、新四军以及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

是抗战的主导力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

党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曲线救国心理，是

抗战的破坏者与妥协者，而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势力则是抗战的敌对力量。抗战的过程既

是反击外族入侵的卫国战争，又是反投降、反

妥协的国内战争，更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追

求解放的人民战争。那么，再现抗战历史就

成为艺术地阐解当时社会秩序中诸种力量对

比抗衡的过程。所以，《沙家浜》中自然就有

了以郭建光为代表的新四军，以胡传魁、刁德

一为代表的国民党，以及以黑田为代表的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三种力量标识着抗战时

期社会结构中三种主要的社会维度。当然．

人民大众是抗战的积极支持者与参与者，也

是抗战胜利的最基本的保障。其中，既包括

普通的怀揣着朴素救国义愤的农民，也包括

一些已经在党的精神感召下以农民身份积极

从事着抗战实践的地下共产党员，连同基层

抗战组织。所以，在以郭建光为首的新四军

的背后，又活跃着一批以阿庆嫂、程谦明、沙

四龙为代表的地下党，他们构成了抗战文学

的中介性质素，为社会结构秩序的展开、运动

提供叙事的动力。

有了基本的社会结构图式之后，《沙家

浜》进一步在社会层次上细化了各种社会力

量的主从关系，并形成一种等级式的社会力

量序列分布图。如新四军阵营里的指导员、

排长、班长、战士；伪军群落里的司令、参谋

长、副官、士兵；日军势力中的大佐、翻译官、

士兵；基层党组织中的县委书记、镇长、交通

员、民兵战士、普通群众等。不同社会力量对

应着不同的社会秩序，不同的社会层次承担

着不同的社会诉求，这样的社会结构图式在

十七年时期以抗战为题材的小说作品中比比

皆是。问题是，在局限性很强的舞台性艺术

中能如此详尽地展示社会序列中的种种关

系，如此准确地隐喻政治社会学的精神要旨，

不能不得益于《沙家浜》“诗意性叙事”的特

殊策略。剧本把话题集中在新四军某连队，

又因伤病员需要转移的现实将地处水乡的沙

家浜串联了起来，也将盘踞在沙家浜的日伪

势力、正义民众、地下基层抗战组织连为～

体，明确地圃应了当时社会秩序的分布特征，

又有效地缝合了政治艺术化所可能产生的裂

痕，从而构筑了“革命叙事”民间性、“力量分

布”等级性、“社会结构”完备性的政治文化

隐喻模式。

承传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的“样板戏”自然把对社会本质、历史规律的

揭示作为艺术反映的中心，“历史地具体地

反映现实生活”要求的是以“发展观”的视角

来看待现实生活，“发展”来源于“斗争”，在

阶级社会中尤其体现为阶级之间的敌我之

争。至于“生活的本质”无疑是对符合历史

潮流的主导阶级的光明未来给予明确地昭

示。一言以蔽之，书写阶级力量之间的搏斗、

展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宏阔远景是“样板戏”

对社会本质秩序确认的主导逻辑。《沙家

浜》中，日伪势力沆瀣一气，四处巡查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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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病员；阿庆嫂巧于周旋，一次次化险为夷。

从堤岸旁的“转移”到茶桌上的“智斗”，从风

雨中的“坚持”到黎明前的“奔袭”，从沙奶奶

义正词严的“斥敌”到郭建光英姿飒爽的“歼

敌”，“斗争”与“前景”构成一种线形的对应

关系。因为在戏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永远

是正义的一方，反方的刁钻阴险只是其愚笨

蠢陋的代名词。所以，在最后的“聚歼”一

场，郭建光率领的新四军连队“天降奇兵”，

轻易地突破了日伪防线，冲进院墙，并以异常

神勇的姿态连发数枪，生擒日伪头领。然后，

以人民的名义高呼一声，“把他们押下去”。

于是，乌云尽散，朝霞满天。而阿庆嫂作为内

线的身份形同虚设，只是在战斗结束之时亮

出自己的身份，体现出自觉的阶级认同意识

与社会秩序认同意识。至于沙四龙等民兵，

只能起一种类似于侦察员的作用，在新四军

翻进院墙之后，就已经在剧场消亡。这样处

理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昭示社会序列的等级

性。言下之意，则是在抗日战争中，对战争局

势起着主导性作用的首先是党领导下的革命

军队，然后才是以辅助性力量出现的党的基

层队伍。这是由“样板戏”基于话语等级关

系而建构的“独白性”的政治创作原则所决

定的。

二、功能性隐喻：

形象秩序的符号化

如果说社会本质秩序的高度隐喻是“样

板戏”的表层结构的话，那么，构成社会本质

秩序的阶级个体秩序，即形象秩序，则是“样

板戏”的深层结构。其中，表层结构体现的

是占据独特话语优势的阶级集团对社会整体

阶级秩序的诗意书写，深层结构体现的是每

一个阶级个体以符号化的形式体认阶级秩序

的过程。二者构成一种互为解释的依从关

系，共同营造了政治话语向文学隐喻转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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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化结构。其中，形象秩序的符号化在

“样板戏”艺术结构中扮演着功能性隐喻的

角色，即在整个文本的符号化组织中充当一

个个隐喻单位，构成一个个意义单元，表征着

阶级秩序的整体特性及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主

从关系。反映在《沙家浜》中，这种功能性的

隐喻具体体现在戏剧人物的角色、姓名、扮

相、装束、动作、神貌等方面。

剧中，一号人物郭建光无疑是抗战时期

革命军人的艺术代码，象征着战无不胜的正

义力量，肩负着肃清日伪、解放沙家浜的宏大

使命，在以“沙家浜”为语境展开的社会秩序

中处于首要的位置。这一特定的角色设立自

然使其姓名也非同一般，应和着平仄规律的

响亮发音与含蕴的革命前景处处显示出他在

文本话语结构的优越性。我们再看他的扮

相，文革时期的革命美学氤氲扑面而来，浓眉

大眼，鼻直口方，身材奇伟，英气逼人。装束

方面，无不严整紧凑，组织性、纪律性历历在

目：头戴军帽，身穿新四军灰色制服，衣袖上

翻，露出白色衬边，左臂有“新四军”红色袖

箍，右肩斜束枪带，皮带在腰，下有绑腿，脚着

草鞋，上系红色绒球，干练爽利，怎一个威武

了得?至于动作，更是颇有意味。他最经典

化的静态亮相动作就是左手抱拳紧握驳壳枪

红绸带，右掌呈45度角斜向上举，左脚前探

与右脚成丁字状，正视前方，目光灼灼，预示

着对斗争形势与革命走向的成竹在胸。部队

行进时，动态的他或者位居首列，采取马步姿

态，右手紧握枪支以嘹望敌情，左掌示后让同

志们少安毋躁；或者身处正中，取站姿，右手

平握手枪，左掌斜开，众战士蹲伏呈拱月势。

战斗打响时，他抬手举足，健迈果敢，腾挪闪

回，风驰电掣，主要英雄的革命制导地位跃然

纸上。与郭建光相比，阿庆嫂是抗战时期基

层党员的艺术代码，担负的是配合正规部队

作战的辅助性的角色，为阶级秩序的整一起

着协调梳理的特殊作用。加之地下交通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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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设计，使她的姓名也有一种世俗化的色

彩，但是在音韵上依然深得正面人物姓名平

仄相间、发音硬朗的特殊魅力。扮相上，也自

然显示出民间身份与党员内涵的奇妙统一：

身穿蓝底白花斜襟上衣，蓝色裤子，腰系青灰

色围裙，脚着黑色布鞋，眉宇清朗，轮廓饱满，

好一个洒脱整洁的女老板形象。可仔细瞅

来，装束打扮又很有特色，依照水乡习俗，阿

庆嫂圆髻束发，可偏偏在发后着一红色发笄；

根据剧情需要，阿庆嫂几次更衣，或红装，或

粉装，或蓝装，裤子的颜色也相应做了调整，

可惟独腰间的青灰色围裙一系到底。“红

色”在文革时期具有高度的隐喻功能，象征

着正义、革命与光明，郭建光的红色袖箍、鞋

上的红绒绣球、枪上的红色绸带连同肩膀上

所搭毛巾上的两道醒目的红条，就让我们知

晓了“红色”的意义指向。那么，阿庆嫂在

“发后”系红色发笄，刚好与她地下交通员的

身份构成相互确认的关系。同理，一直贯穿

剧情始终的青灰色围裙也自然与新四军的灰

色军服形成符号化的政治对应关系，既暗示

着阿庆嫂的身份归属，又表征了她在阶级秩

序中的位置层次。至于动作、身貌方面，阿庆

嫂自然闪烁着共产党人坚定勇毅、沉着机智

的阶级风采。无论是“转移”一幕，还是“智

斗”一节。无论是雨中授计，抑或是虚与委

蛇，她始终面容沉静，豪气淋漓。舞台中她最

常见的一个动作就是，斜身站立，双手握拳，

或目视前方，或静静聆听。与郭建光动辄举

掌长啸不同，她一般处于台侧，显示出她在革

命阵营中的从属关系。

就反面人物而言，这种符号化的痕迹同

样异常明显。以隐喻代码系统来图解阶级本

质的特性一直是建国之后文学作品进行政治

想象的主要美学特征，“样板戏”尤烈。我们

看《沙家浜》中反面人物的姓名，不是胡传

魁、刁德一，就是黑田、刁小三，多取阴暗色调

或斑驳杂乱之姓，言下之意，这些人非阴险毒

辣之辈，即行尸走肉之徒，是社会秩序的破坏

者。从音韵上讲，多取平声，很少有仄声，音

色飘摇不响亮，音尺失调欠顿挫，音义艰涩枯

干，缺乏力量，无疑暗示了这些人的卑劣内心

与穷途末路。扮相方面，更带有一种刻意丑

化的目的，“丑陋”是其共同的体貌特征，或

肥头大耳，体态臃肿；或身材干瘦，贼眉鼠目；

或腰弯背驼，委琐不堪；或衣冠不整，浪荡逍

遥。其中缘由不难理解，按照政治美学的阐

释逻辑，个人形象的缺陷直接对应着其道德

的缺陷与身份的缺陷。着装方面，也自然与

朴素威武的共产党人大相径庭，契合着阶级

秩序中的另一极。如胡传魁在执行军务时一

身军服，醒目的“青天白日”帽徽，与投降妥

协的真实身份构成一种奇妙的反讽。在闲居

时绸缎衣裤，藏色马褂，胸有怀表银链，头戴

礼帽，很传统的中式打扮。一方面隐含着上

层地主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作风，另一方面

又与正在改变传统社会结构的共产党人的审

美理想构成对立关系，显示出这些人在精神

心理层面上的反现代性。动作神貌方面，反

派角色往往呈现出来回转圈、气急败坏、不断

退步、嘴角大张的畏惧型或惊恐型的特征，很

少有沉静稳妥的时候。即使在“智斗”一幕

中，参谋长身份的刁德一看似练达老辣，机关

算尽，可在与阿庆嫂对阵时却心无底气，张皇

失措，更在发现扣押的船只丢失时恼羞成怒，

处处显示出力量的悬殊与位置的被动。饶有

兴味的是，在最后一幕“聚歼”中，日伪军狼

奔豕突，几无任何反抗能力，连最基本的还击

动作都没有。新四军如猛龙过江，跃身连发，

众敌寇却似乎在一种魔力的驱使下，一个个

双手高举，争作俘虏。看似凶残的日本大佐

黑田竟然热衷于同郭建光比量手劲，都不舍得

将自己的武士刀抽出来，只能无比颓唐地瘫倒

在地上。可以想象，这样的动作设计无非是为

了强化人民战争的威力，通过阶级力量的悬殊

来昭示阶级秩序的特性与等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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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高度隐喻的政治文化符号体系

三、阐释性隐喻：

舞台秩序的人格化

“样板戏”是一种高度概念化、符号化的

隐喻系统，不但通过政治与文学的直接对应

关系将社会结构的本质秩序与形象秩序连接

起来，而且结合戏剧的独特表现形式使舞台

秩序也呈现出诗化的特征，从而使主题、形

象、环境构成一种相互阐释的意义关系，并以

质素同步、意义同向的意义生成规律，营造出

一个高度自足性的意义系统。

这里所说的舞台秩序是指与主题、形象

相对应的环境秩序，包括戏剧人物存活的自

然场景、渲染气氛的灯光照明、映衬人物心理

的音乐音响以及人物出场的先后次序及其在

舞台上的位置造型等方面。鉴于戏剧艺术写

意化、模拟化的艺术表现规律及传统戏曲长

期以来形成的某种程式化的艺术表现特征，

自然赋予了“样板戏”以隐喻形式来言说历

史的审美特质，这是由“样板戏”选择“戏”这

种特有的艺术形态所决定的。问题是，传统

的戏曲由于受舞台的限制，不能不采取以抽

象来描摹具体的反映形式，其模拟化实用的

对象大多是在舞台上不便于表现的实物，至

于实物所隐喻的意义并不在考虑之中。至于

环境、灯光、唱腔等只具有普范性的特征，并

没有具体的政治内指与形象规约。尽管在人

物出场方面也有一定的先后，舞台上也有一

定的造型，可形象的位置感并不强，更没有严

格的秩序排列。而“样板戏”却明显地在接

受传统戏曲艺术审美的基础上，以“人格化”

的形式将构成舞台秩序的每一个层次都与政

治主题的实现紧密连接了起来，从而使传统

戏曲的生活写意转化为一种阶级秩序写意与

形象的精神境界写意。

《沙家浜》的舞台秩序就很有代表性。

在十个场次中，自然场景基本可以分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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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类，夜晚芦草密布的封锁线，日光辉映的

“春来茶馆”、大雨将至的沙家浜、阴暗的刁

家祠堂、黎明前的刁家院墙、红日东升的水

荡。“夜晚”、“暴风雨”、“祠堂”、“黎明”、

“红日”等自然时段或自然场景在此有高度

的隐喻内涵，是“人”的阶级身份、阶级性格

与阶级命运的象征物与意义嫁接通道，并不

是传统戏曲中普通的生活场景。剧作选择在

夜晚让郭建光带领新四军伤病员通过封锁

线，无疑是为了点明当时日军重重封锁的恶

劣的抗战环境，“长夜难明赤县天”。风和日

丽的“春来茶馆”与军民团结的融融情谊、共

同抗倭的必胜信念息息相关。“暴风雨”在

革命文学中是出现频率非常高的政治语汇，

故“大雨将至”是为了凸显抗战的残酷与革

命者的坚毅品格。至于“祠堂”自然是封建

破败阶级的象征物，暗示了刁德一之类的卑

劣行径与黑暗命运。“黎明”是与“暴风雨”

意义关联的重要隐喻符码，常常在意义确认

方面可以理解为胜利到来前的苦难时光，

“黎明前的黑暗”自然就与反动阶级的破釜

沉舟及革命阶层的高歌猛进勾连起来。所

以，郭建光选择在黎明时分插入敌巢，全歼凶

顽。当然，剧作为了达成意义系统的整一性，

竟然在不顾及基本生活常规的前提下强行将

政治符码塞入文本，致使胡传魁在夜幕重重

时皂袍红带，准备娶亲，成为笑谈。“红日”

的象征意义无需多言，是政治美学体系中

“胜利”、“继续革命”的代名词，“迎着朝霞，

勇士们踏上新的征程，迎接新的战斗”，是革

命文学的惯用尾语，体现出对生活本质的强

烈认同。

与模拟化的自然场景类似，“灯光照明”

与“音乐音响”同样包蕴着阐释主题、熔铸人

物阶级属性的隐喻功能。正面人物出场时，

灯光一般明亮宏丽，反面人物出场时，往往阴

郁灰暗。就是表现夜晚一类的场景时，也每

每根据活动的形象类别进行灯光调配。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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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幕“转移”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深夜，

按理说，对于郭建光和众战士行动的灯光处

理只能用追光灯，可为了彰显正义力量所负

有的光荣使命，剧作选择了背景灯与聚光灯

的合成照明。在“勾结”一幕中，尽管剧本并

没有说明此时的自然时段，舞台上却采用了

“追光灯”的照明设计，舞台四周一片漆黑，

台中一线光亮，只有刁德一与翻译官邹寅生

两个暗影在窃窃私语，影影绰绰，如同鬼魅。

至于“音响音乐”效果更体现出人格化的特

征，革命力量亮相时，音乐激越奔放，响亮高

亢，如黄钟大吕；日伪势力露面时，多采用混

合性的管弦音乐，低沉生涩，虚滑不实。“鬼

子进村”时的特殊音乐伴奏至今令我们耳熟

能详。

当然，人物出场的先后、位置、造型等方

面也是舞台秩序的隐喻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在《沙家浜》中，生活戏，如“转移”一幕，

首先出场的往往是普通的民众，处于舞台一

侧；主要人物一般是随后出场，居于舞台正

中。然后人物根据自己在阶级阵营中的身份

次序鱼贯而列。行进戏，如“奔袭”一幕，首

先出场的多为侦察兵，匍匐潜行，紧接着，主

要英雄人物在干脆利落的亮相之后，以手势

或言语感召众勇士，众人合围过来，借望月势

或远视势，以阶梯状或金字塔状构成集体雕

像。对垒戏，如“斥敌”，首先出场的是胡传

魁、刁德一，然后是阿庆嫂、沙奶奶，剧作并没

有按照人物当时的实际力量来设计位置，特

意让阿庆嫂与胡传奎分坐在台中的两把椅子

上，而把刁德一安排在草包司令的背后。面

对敌人的盘查，处于劣势的沙奶奶则一步步

进逼舞台正中，优势力量反而退居舞台一侧，

从中便可以清晰地看到舞台位置也呈现出浓

郁的人格化色彩：反面人物代表的是社会发

展的消极力量，只能处于舞台周边。正面人

物代表的是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当然处于

舞台正中。就是同属性的阶级同志，也刻意

遵从着阶级秩序主从关系的天然法则，战士、

民众在两侧，而主要英雄人物与党代表居中。

其实，这种人格化的舞台秩序并非《沙家浜》

所独有，在当时盛行的各类题材的“样板戏”

中俯拾皆是。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

剧作的结构形态上讲，“样板戏”《沙家浜》是

一个高度符号化的意义单向的政治文化隐喻

系统，具体体现在主导性的社会本质秩序隐

喻、功能性的形象秩序隐喻与阐释性的舞台

秩序隐喻三个方面，每一方面都与其他二者

形成绝对的意义应答关系，并分别构成指向

明确的意义单元，以符号化、人格化的诗意形

式极限地表现了革命时代的阶级秩序与阶级

风貌，回应了当时将政治文学化的创作思潮。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传统戏曲

“写意化”、“程式化”的反映模式在结构形态

上规约了“样板戏”的符号美学特征。第二，

“解放区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注重文艺社

会功能、强调“诗化生活”、“生活本质真实”

的文艺观念与文艺实践是其精神资源的近

亲。第三，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及其对现代

戏剧艺术的本质认定是其内在的叙述力源。

第四，江青在《谈京剧革命》中对“方向”、“主

人翁”及“现代生活”的理解与阐释则为其提

供了直接的创作图式。

在“样板戏”已成空谷遣响的今天，作为

当代文学流变里程中一个有机构成的环节，

盲目否定显然不行，一味崇拜也失之客观，本

文以文本细读的方式，理性体察其话语特征、

悖谬之处，并深刻洞悉其内在缘由，我以为可

能是一种公允之举。口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中国社会

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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